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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发端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被两岸关系研究学者修正与运用。
本文按照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的总体层次，对两岸关系研究的层次进行了类型划分，归
纳和评价了对应的层次理论。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与价值偏好选择不同的层次理论，但
单层次分析法因解释力不足而无法全面展现两岸关系的历史与发展。跨层次分析法与混
合层次分析法有助于人们把握两岸关系实质，构建台湾研究理论，从而更准确地预测两
岸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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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在１９５９年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率先提出了分析
层次的选择问题。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源于决策者个人、国家内部和国际体系三个因素。〔１〕美国政治
学家戴维·辛格 （Ｊ．Ｄａｖｉｄ　Ｓｉｎｇｅｒ）在论及国际关系学理论建构的功用时，将层次分析法视为国际关系
学的方法论，并将其分为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层次。〔２〕继华尔兹及辛格之后，国际关系学者将分
析的层次不断系统化与科学化。层次分析法有助于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取出关键的解释
变量，根据这些变量建构出可供检验的因果机制，故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３〕对本
质上属于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两岸关系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借鉴层次分析法。这有助于人
们把握两岸关系的实质，创造相关理论。本文在对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
批判性地提出两个更具解释力与预测性的替代性层次分析法，希望引起台湾研究学界的重视。

一、两岸关系研究的分析层次

台湾研究涉及政策与学理层面，政策性较强，理论性略显薄弱。在规范层面两岸关系自然不是国
际关系，但从经验层面来看，两岸关系理论主要借鉴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者们如今仍然通过
汲取其他学科中合理的理论养分，来充实台湾研究的理论框架。

由台湾政治学者包宗和与吴玉山主编的 《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是近年来两岸关系理论研究方
面较为系统的著作。参与撰稿的九位台湾学者基本都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在岛内较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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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据台海两岸的实际情境，验证和修正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创造出多
种两岸关系理论。他们将两岸关系研究区分岛内政治、两岸互动和国际因素三个层次，由此推演出十
种理论，用于解释和预测两岸关系的发展。〔１〕

本节重点评析与岛内政治和国际因素相对应的六个理论，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次将两岸关
系研究细分为八个层次，并找出与它们对应的理论。

表１　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及其理论
总体层次 因素层次 层次理论／途径
微观

中观

宏观

决策者个人
民意

政党及派系

经贸、科技、文化、人员的交流

利益集团
军事与经济总量对比

执政当局

国际体系

政治心理学途径
选票最大化模型
权力斗争模型
整合理论

建构主义视角
集团理论

权力不对称理论

博弈论

战略三角理论
国际体系理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现有研究文献整理自制。

（一）微观层次
微观层次主要分析决策者个人的心理与性格，属于认知理论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范畴，其层

次理论是政治心理学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们引入并分析了两岸关系决
策中的主体与认同、思维与态度、精神与人格、认知与情感、知觉与行为等心理学概念，运用了包括
内容分析、问卷访谈、虚拟实境、社会调查、历史分析、精神分析等在内的研究方法，来剖析两岸关
系决策者的心理对政策的影响。〔２〕冷战时期台海两岸长期处于对峙与隔绝的状态，因此运用有限的材
料去分析决策者的心理和性格，成为理解两岸政策、探讨两岸关系的重要手段。如今，学者们仍采用
这种分析方法。〔３〕

比如，美国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问题专家陆伯彬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ｓｓ）指出，大陆对台的武力威慑以及
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都无法解释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大幅修正的原因。陆伯斌发现，
台湾当局冒险主义的大陆政策源于陈水扁的性格及其对 “台独”的承诺，因此陈水扁才具备强烈的意
愿去挑战中国大陆 “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４〕

（二）中观层次
中观层次包括两岸内部的博弈与两岸之间的互动，分为民意、政党及派系、科技贸易文化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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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利益集团、军事与经济总量对比、执政当局等六个层次 （见表１）。中观层次试图将更多元的政
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解释两岸政策的产出与两岸关系的变迁，因此具有多元主义或自由
主义的意味。

民意通过政党这个媒介发挥作用，主要层次理论是选票最大化模型 （ｖｏｔｅ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该模型假定，为了在政治选举期间吸引更多选票，政党会根据数量占优的中间选民的偏好，策略性地
调整其政策立场。〔１〕由于统 “独”分歧仍是构成台湾政党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岛内民众对台湾当局
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的认知倾向就显得更加重要。〔２〕相关研究表明，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或立法机构选
举期间，台湾民众的政策立场非常显著地影响到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政策。〔３〕由于权力斗争既表现
在不同政党之间围绕选票的竞逐，也存在于政党内部各派系对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的争夺，因此权力斗
争模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是理解政党及其派系的重要理论视角。学界一般认为，国、民两
党都存在派系林立的现象，其中国民党派系隐形运作、缺乏组织化，而民进党内则具有 “派系共治”
的制度化特征。〔４〕尽管难以对派系政治展开实证研究，但不少经验研究已表明，派系政治与权力斗争
对于国、民两党的大陆政策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５〕

利益集团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是研究政策过程的重要途径。〔６〕有的两岸关系研究者将
台商视为主要的利益集团，认为它们在影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方面扮演着 “政治中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的角色。〔７〕也有学者研究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等海外利益集团与游说组织的组织结构、
游说过程与政策结果，发现它们在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间接地影响了台湾当局大陆政策
的走向和两岸关系的发展。〔８〕此外，经贸、科技、文化等因素影响了两岸人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其
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利益相关者，成为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９〕除了集团理
论，整合理论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也是理解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整合理论中最为人们
熟知的新功能主义源于欧盟一体化的经验，遵循 “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总体思路。按照该理论，
两岸可以首先在低敏感领域合作，通过建立功能组织与合作机制，然后 “外溢”到高敏感的政治领域，
最终实现两岸的政治整合。从短期来看，整合条件、政治歧见、预期利益等阻碍因素增加了政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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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１〕但从长远来看，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有利于改善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认知结构、塑造两岸
民众新的身份与认同，为两岸整合铺陈道路。新功能主义强调通过交流达到重塑身份与文化的视角，
从而与建构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建构主义具有心理文化分析的传统，
它认为文化塑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安全利益与安全政策。〔２〕随着两岸之间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推
进，由利益纽带创造的认同感将更有助于塑造两岸间共有的文化、改善两岸关系，为促进两岸统一创
造条件。〔３〕

权力不对称理论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最初被用于分析军事与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的国家间关
系。一般而言，面临较强一方，较弱一方只能在扈从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与抗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之间选择其一。
扈从是为了迎合强者的需要而限制自身的行为、调整自己的政策，避免与强者的核心利益冲突；而抗
衡则是为了与强者对抗，弱者会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或者寻求与第三国的结盟。〔４〕经修正，权力不对
称理论已被用于分析台海经济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５〕执政当局层次包含两个层
次，其一是将执政当局视为单一行为体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研究大陆中央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博
弈；〔６〕其二是将执政当局视为非单一行为体，考察两岸内部朝野政党之间与不同部门 （如行政与立
法）间的互动。〔７〕博弈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分支，可分析这两种情况下的互动。
大量研究已表明，台海内外两个层次的博弈直接影响两岸关系的政策过程与结果。〔８〕

（三）宏观层次
宏观层次侧重于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或地区的外部影响，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两岸

关系研究中，该层次理论有战略三角理论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国际体系途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与博弈论。美国政治学者罗德明 （Ｌｏｗｅｌｌ　Ｄｉｔｔｍｅｒ）最早建构了一个战略三角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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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框架和三角关系的类型学。〔１〕各行为体在不同类型三角关系中的角色意味着拥有不同的收益，
为此它们具有提升角色、增加收益的动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可以提升自己与另一行为体的友
好关系，也可以破坏另外两者间的友好关系。〔２〕随后学者们将该理论运用于分析美国与两岸三者之间
的互动，探讨了三角关系结构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３〕国际体系途径指的是，冷战后美国作为单极
霸权对相关行为体政策行为的重塑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采取何种大陆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美国的国家战略。〔４〕台湾政治学者明居正认为，台湾比较理想的政策应是介于完全倒向大陆或美
国，以及与大陆或美国对抗两者之间。〔５〕涉及美国因素的两岸关系政策，实质是三方相互博弈的结
果。可见，在三角战略理论与国际体系途径视角下，研究者需辅以博弈论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三者的
政策。

两岸关系研究者根据他们的研究兴趣和价值偏好，从上述诸多分析层次中选择某个分析层次及理
论展开研究。在理论的解释力方面，这些单层次分析各有优缺点。比如，微观层次分析法允许人们对
决策者的心理与性格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但关注个别决策者的微观层次无助于建立广泛适用的理论。
宏观层次分析法有利于研究者们把握国际体系结构———尤其是考察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但该层次几乎排除了岛内博弈与两岸互动。中观层次分析法则将更多中间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既缺
乏对微观层次的分析，又未能对宏观层次展开探讨。既然如此，是否存在一种取长补短、有效地整合
单层次理论的途径呢？跨层次分析法和混合层次分析法是两岸关系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对传统单层
次分析法的突破。

二、方法论的创新：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

（一）跨层次分析
自跨层次分析 （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在国际关系学中兴起以来，海内外学界尤其是台湾地区与美

国的学者们将其广泛地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跨层析分析法强调了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总体层次下
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机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作用过程。国际关系学中的跨层次分
析主要集中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领域的探讨，试图通过结合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来解释国
际进程与结果，如谈判与博弈、战争与冲突。其中最具代表的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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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明根据三边关系的友善 （正面）或者敌对 （负面）状态，将三角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即三边为正的 “三方共处”
（ｍéｎａｇｅàｔｒｏｉ）、二正一负的 “浪漫三角”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一正二负的 “稳定婚姻”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以及三边为负的 “单位否
决”（ｕｎｉｔ　ｖｅｔｏ）等四种类型。行为体在三角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最有利与最不利的角色分别是枢纽 （ｐｉｖｏｔ）和孤雏 （ｐａｒｉ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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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９—３６３页；罗致政：《美国在
台海两岸互动所扮演的角色———结构平衡者》，（台湾）《美欧月刊》，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第３７—５４页；吴玉山：《抗衡或扈从———两岸关
系新诠：从前苏联看台湾与大陆间的关系》（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７年）。

Ｙｕ－Ｓｈａｎ　Ｗｕ，“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Ｎ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９，Ｎｏ．２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ｐｐ．４０７－４２８．

明居正：《国际体系理论与两岸关系》，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 《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７—３８８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提出的双层博弈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１〕

所谓双层博弈，是假定代表某个国家的谈判者同时出现在国际与国内两个棋局上展开互动与博弈
的结构形态。第一层次博弈在国际层次进行，是 “谈判者们为了达成一项初始协议而展开的讨价还价
过程”，而第二层次博弈则在双方国内层次展开， “选民围绕是否批准该协议而在各自内部展开的讨
论”。〔２〕协议在第二层次能否获得批准往往取决于谈判者国内就该协议取得的共识，即帕特南所称的
“获胜集合”（ｗｉｎ－ｓｅｔ）。只有当双方胜集交叉 （ｏｖｅｒｌａｐ），协议才可能获得批准；双方胜集越大，协议
被批准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第二层次胜集过小从而可能导致协议无法被批准的情况，可以为己方
谈判者在第一层次带来谈判优势。因此，在保证双方胜集交叉的情况下，双方谈判者可能会运用包括
“自愿违约”（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ｅｆｅｃｔｉｏｎ）与 “非自愿违约”（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ｅｆｅｃｔｉｏｎ）在内的诸多策略来提高己
方在谈判时的筹码，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３〕双层博弈理论内涵丰富，其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为
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连锁互动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理论视角。虽然两岸关系并非国际关系，
但双层博弈理论及其相关概念仍被一些学者借用于两岸关系研究，试图解释内外层次互动对两岸关系
的影响。

比如，台湾政治学者徐斯俭应用双层博弈的跨层次分析法建构了一个两岸谈判的政治经济二维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模型。他以大陆与台湾围绕ＣＥＣＡ／ＥＣＦＡ的谈判为例，动态地推理了大陆与岛内
国、民两党之间的博弈，提出了 “猜疑的影响”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与 “阴影的影响”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岛内民众、泛绿反对党阵营与马英九当局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对当局的猜疑，
为马当局在两岸谈判过程中制造了 “意外的优势”（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进而缩小了两岸之间就协
议达成的胜集，导致大陆对台让步，台湾获取了更多利益；后者指的是由于大陆担忧国民党可能在下
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与立法机构的选举中失利、民进党上台，从而更加愿意在谈判议题上有所让
步。〔４〕香港学者胡伟星等人将经济利益与外部结构的解释变量纳入到跨层次分析之中，分析了朝鲜半
岛与台湾海峡作为两个最相似案例但却分别经历了对立与缓和关系的原因。他们发现，往往只有那些
与对方内部现有利益及影响分配趋于一致 （ａｌｉｇｎ）的涉外政策才容易取得成功，而且经济因素在此过
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换言之，由于大陆与美国在遏制 “台独”方面达成了共识，以及两岸在经济领
域的高度依赖，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局企图推动 “台独”，但两岸关系仍然走向了缓和。反观朝鲜半岛，
由于美国的反对以及朝鲜与韩国之间缺少经济合作动力，金大中与卢武铉谋求南北对话与国家统一的
“阳光政策”却以失败告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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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８），ｐｐ．４２７－４６０；Ｐｅｔｅｒ　Ｂ．Ｅｖａｎｓ，Ｈａｒｏｌｄ　Ｋ．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８），ｐ．４３６．
“自愿违约”指的是在缺乏有力的内部限制因素的情况下，谈判者默许或者人为制造一个有力的内部限制因素，从而缩小己

方胜集，提高谈判筹码；而 “非自愿违约”则相反，指的是谈判者事实上面对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内部限制因素，客观上缩小了内部胜
集，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Ｄ．Ｐｕｔｎａｍ，“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

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８），ｐ．４３８。在台湾案例中，非自愿违约的情形在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期间出现较多，比较明显的
如行政与立法的分歧、民进党在涉及大陆相关议题上的操作、“太阳花”学运的消极影响等，它们间接提高了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谈判
时的地位。

Ｓｚｕ－Ｃｈｉｅｎ　Ｈｓｕ，“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ａ’ｓ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ＣＡ／ＥＣＦ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
Ｙｕ　Ｙ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Ｗｏｒｄｓ），Ｖｏｌ．４９，Ｎｏ．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ｐｐ．５５－９４．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ｕ　ａｎｄ　Ｉｎｊｏｏ　Ｓｏｈ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éｔｅｎ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３），ｐｐ．１９９－２２０．



通过对双层博弈理论的整体应用或对部分概念的深度演绎，台湾研究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１〕可见，跨
层次分析法不仅提升了台湾研究的理论水平，而且为人们理解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系统与动态的观察视角。

（二）混合层次分析
除了双层博弈理论，两岸关系研究者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另一种层次分析法，本文称之为混合层

次分析 （ｍｉｘｅｄ－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顾名思义，混合层次分析法强调对两个或更多单层次分析及其理论的
混合运用，是对传统的单层次分析法的突破和创新。虽名其曰混合层次分析，但它并不是对多个单分
析层次的任意拼接，而是在保证理论建构的精确性与简洁性的前提下进行精心组合。精确性表明了理
论的解释力，而简洁性则满足了理论应当遵循的 “简洁即是美”的要求。如果随意选取多个单层次进
行机械地拼凑与堆砌，各层次之间的解释机制缺乏紧密的理论衔接，不仅无法达到理论应有的精确与
简洁，反而南辕北辙、无果而终。

在其研究中，吴玉山巧妙地运用了混合层次分析法，展现了理论建构的精确与简洁。他认为，两岸关系
深嵌于一个由大陆、台湾与美国三方行为体构成的战略三角博弈结构中，两岸关系容易受到三方当中任意一
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三方内部由于权力过渡与周期选举对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也会制约它们在
两岸政策上的立场。为了整合内外两个层次，吴玉山建构了一个序列模型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他指出，内部
层次的政治竞争与国际层次的利益博弈之间存在一个有序的转换机制，而连接这个转换机制的正是周期性选
举或者权力过渡安排。以台湾为例，当岛内选举临近时，台湾当局的政策反映了执政党的选举策略以及岛内
政治形态；当选举结束且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台湾当局的行为则需要从现实主义那里才能得到充分
解释。〔２〕这个模型有效地整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了权力斗争与战略三角这内外两个层次理论，对三者的政策作
出了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在精确性与简洁性之间也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作者还建议将权力不对称理论纳
入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台湾的大陆政策。〔３〕

可见，对多个单层次分析法的结合运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一项深入完整的研究往往
需要研究者同时运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视角，结合运用多个层次分析法。跨层次分析与混合
层次分析可以有效地整合单层次的优势，取长补短，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两岸关系的理解、推动台湾
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在汗牛充栋的台湾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海内外研究者几乎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

２５

〔１〕

〔２〕

〔３〕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２００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４６，Ｎｏ．１ （２００６），ｐｐ．６３－
６８；Ｃａｌ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Ｔａ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２ （２０１２），ｐｐ．８９－１０４；Ｙｉ－ｗｅｎ　Ｙｕ，Ｋｏ－Ｃｈｉａ　Ｙｕ　ａｎｄ　Ｔｓｅ－Ｃｈｕｎ　Ｌ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５，

Ｎｏ．９９（２０１６），ｐｐ．３７２－３８８．本文第一作者在与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Ｂｕｓｈ）访谈时，后者建议笔者运用四层博弈的理
论框架去分析两岸关系。根据他的观察以及他从台湾内部决策者那里所证实的，观察台湾的大陆政策应该分为内部层次与外部层次，并进一步
将两者细分为内部政治和内部政策，以及两岸关系和美台 （或者台日）关系。他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制定大陆政策时，必须同时兼顾四个
棋局上己方任何一颗棋子的移动以及给对方造成的可能反应 （笔者面访记录，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学会，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Ｙｕ－Ｓｈａｎ　Ｗ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ｕａｒｄ，ａｎｄ　Ｍａ’ｓ　Ｎｅｗ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Ｃａｌ　Ｃｌａｒｋ，ｅ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

ｐｐ．３０－６１；Ｙｕ－Ｓｈａｎ　Ｗｕ，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ｉｐｅｉ：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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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层次分析。〔１〕

美中不足的是，研究者们在运用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方法时，遭遇理论上的局限，以及缺
乏方法论的自觉。目前，跨层次分析法仅有双层博弈理论这一个层次理论，学者们只能在这个层次理
论的基础上小修小补，暂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理论突破。不少研究者运用混合层次分析法时，只是将
单层次的解释进行简单的罗列，未能在不同层次之间建立紧密的理论衔接，有待于树立高度的方法自
觉意识，建立系统的理论模型，将这些单层次解释进行有效的整合。〔２〕这是两岸关系研究者日后努力
和加强的课题与方向。

三、结语

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但它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一
项初步尝试，本文指出了两岸关系研究中的层次问题，对单层次分析法及其理论进行了类型划分，提
出了混合层次分析概念，并在文献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在台湾研究中的贡
献及其不足。希冀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单层次分析法的解释力显得捉襟见肘。本文认为，一项好的研究应该整合多
个单层次理论，展开多层次的系统分析。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是建立在对单向的、静态的单层
次分析法的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多向的、动态的多层次分析法，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和进
步。跨层次分析法凸显了两岸关系复杂多元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两岸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作
用的产物，也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结构相互博弈的结果。混合层次分析则说明，在将单层次分析进行科
学有效整合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两岸关系的实质。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的贡献在
于，它们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整合单层次的优势，提升人们对于两岸关系现实的理解、推动台湾研究
的理论建构。但这两种多层次分析法存在局限与不足。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两岸研究者应该在树立方
法自觉、提高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注重对跨层次分析与混合层次分析的灵活运用。

（责任编辑：张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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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者郑振清批判分析了两岸关系结构主义研究的两种路径，建议在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
中层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并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政府、政治与国际因素等四层次的动力分析框架。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以反思两岸关系
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一项研究。详见郑振清：《探索两岸关系研究 “路线图”：两种理论模式与一种动力分析框架之比较》，《台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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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ｔｏ　ａ　ｔ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ｔｏｏｌ　ｏｆ“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ｏｕ　Ｊｉａ　ｉｓ　ａ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ａ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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